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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婚姻与死亡风险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 使用中国双城多世代人口

数据库， 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考察了晚清 （１８６６ － １９１３ 年） 东北双城旗人移民社

会中的婚姻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存在显著差别， 未

婚、 丧偶和再婚等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要高于初婚人口； 不同婚姻行为对死亡风险存在不同

影响， 结婚降低死亡风险， 丧偶提高死亡风险。 研究验证了婚姻对个体健康的保护机制及其

时期效应， 表明了家庭和社会因素对于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存在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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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且充满争议的议题。 早在 １８３０ 年， 西方研究者就已经发现

已结婚人口比没有结婚人口更加长寿［１］。 在此之后， 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都证实了这一发现［２ － ５］。 婚

姻的选择机制和保护机制被认为是这一规律产生的机制。 婚姻的选择机制是指已经结婚的人口要比没

有结婚的人口更加健康， 更加健康的人口也更可能结婚。 婚姻的保护机制则是指婚姻提供给结婚者以

情感和资源支持， 限制他们生活中的风险行为， 促进他们的健康生活方式。 婚姻的选择机制和保护机

制都具有性别差异， 婚姻对男性的选择性和保护性更强。 两种机制还具有年龄差别， 处在不同生命周

期、 不同婚姻状态的人口具有不同的死亡水平或死亡风险。 同时， 两种机制均具有时间效应。 正向婚

姻经历的积累和负向婚姻经历的弱化是婚姻保护机制发生作用的两大来源。 两种机制的时间效应也具

有性别的差异， 研究者发现， 德国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摆脱由于离婚和丧偶所带来的婚姻存活劣势［１］。
国内在婚姻与死亡关系方面的研究多有积累， 尤其是在高龄老人婚姻状态与死亡风险方面的研究

尤为称道。 １９８６ 年， 刘铮基于北京市 １９８２ 年死亡人口数据的研究发现， 未婚、 丧偶、 离婚和有配偶

的死亡率依次降低， 有配偶者死亡率低而未婚者和丧偶者死亡率高［６］。 １９９５ 年， 耿庆茄等人使用西

安市 １９８６ － １９８８ 年死亡资料研究发现， 不同婚姻状况下的人群死亡率以丧偶为最多， 其次为离婚，
未婚与有配偶死亡率相近， 丧偶、 失偶者的死亡率是未婚者的 ６􀆰 ６７ 倍［７］。 ２００３ 年， 顾大男利用中国

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纵向调查 １９９８ 年基线数据和 ２０００ 年跟踪数据的研究发现， 婚姻对男性高龄老人死

亡风险的降低作用要强于女性高龄老人， 丧偶明显增加了高龄老人死亡风险［８］。 ２０１０ 年， 焦开山使

用 “中国老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数据” 的研究发现， 丧偶与死亡风险具有显著的关系， 长期丧

偶老人的死亡风险显著地高于长期有偶老人； 除了高龄女性老人之外， 老人在丧偶初期的死亡风险会

大大增加［９］。
虽然国内不乏对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的研究， 但是， 受研究数据所限， 系统分析婚姻与死亡风险

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 以连续登记的人口户籍册为基础所形成的历史数据库是研究婚姻与死亡风险关

系的有效基础条件， 本文力图通过一项历史人口数据库来系统考察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

二、 研究设计

１􀆰 被研究人口的历史背景

嘉庆年间 （１７９６ － １８２０ 年）， 清廷为了解决北京闲散旗人的生计问题， 曾令吉林将军富俊 “勘察

地亩， 以备京旗移垦之用”。 经富俊筹备后， 在双城地方开垦荒地 ９０００ 余垧， 安置满洲旗人数百户，
几千人， 史称 “京旗移垦” ［１０］。 嘉庆二十一年初在双城建中屯， 八个旗营， 共 ４０ 个旗屯， 称陈营子，
按五行方位设置， 正黄旗居西北， 镶黄旗北东， 正红旗、 镶红旗在西， 正白旗、 镶白旗在东， 正蓝旗

在东南， 镶蓝旗在西南。 嘉庆二十四年建左、 右二屯， 各建八个旗营子， 共四十一个旗屯， 称新营

子。 清政府为吸引在京旗人到关外垦殖， 每户给治装银三十两， 补贴银十五两， 官给马车房屋及受领

熟地二十晌［１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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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数据

清代户籍册是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 （双城） 的数据来源， 它包含了大量的人口、 家庭和社区

组织信息， 比如旗属、 村属、 民族、 户主的姓名、 年龄与职位、 家庭成员及年龄、 生命事件 （出生、
死亡和婚嫁等） 大量信息。 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数据是中国清代双城多代人口数据库 （Ｃｈｉｎａ Ｍｕｌｔｉ⁃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ＣＭＧＰＤ⁃ＳＣ）， 它从属于李中清与康文林工作组建立的中国清

代及民国初年 （１８６６ － １９１３ 年） 人口数据库， 包含 １０ 万余人的近 １３５ 万条记录 （３３８ 本户籍册，
１３４６８２９ 个观测， １０８１００ 个个体）。 数据库的原始资料为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堡旗人户口册， 详细追踪

记录了京旗、 屯丁和浮丁三类旗人的人口和家户土地持有数量信息， 是连续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动态信

息， 为历史学、 人口学、 经济学等各项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具有长时段性、
多代性与多层面结构性的特点， 包含个人、 家庭、 亲族、 社区、 行政单位及地区等多个层面的立体信

息。 这些独特的优势使得数据库不仅在中国人口、 社会与家庭史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亦可广泛应

用于人口统计学、 社会与经济进程等研究中①。 因为死亡风险涉及全部人口， 所以本文所使用的数据

是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 （双城） 的全部观测记录， 其中， 在每个表格中都注明了模型的观测量， 但

是在每个图中未注明观测量②。
３􀆰 研究内容

本文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婚姻状态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 二是婚姻行为与死亡风险之间

的关系； 三是婚姻状态持续时间与死亡风险的关系； 四是家庭和社会因素限定条件下的婚姻与死亡风

险之间的关系。 具体来说， 在静态方面， 要描述、 分析和比较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 在动态方

面， 要考察婚姻行为 （初婚、 再婚和丧偶③） 或婚姻状态转变 （未婚到初婚、 初婚到丧偶、 丧偶到再

婚） 对于死亡风险变动的效应； 在时期效应层面， 考察不同婚姻状态持续时间对于死亡风险的影响

模式； 在家庭和社会层面， 主要考察不同家庭规模、 旗人身份 （社会分层范畴， 如屯丁和浮丁） 的

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
４􀆰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事件史分析技术来考察婚姻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 人口行

为、 社会行为的发生或人口、 社会状态的改变会导致死亡风险的变化， 事件史分析是研究此类问题的

传统方法。
事件史分析模型分为两类， 即离散时间模型与连续时间模型。 这涉及持续期的时间单位， 隐含着

事件发生时间的测量准确性问题。 时间本来是连续变量， 但如果时间单位取得很大 （如一年或更长

的时间）， 通常将其作为离散时间对待。 由于本研究数据的时间单位是一年， 因此， 本文采用离散时

间 Ｌｏｇｉｔ 模型， 其思路是： Ｐ （ ｔ） 代表某人在时间 ｔ 上发生某事的概率。 可以运用下列 Ｌｏｇｉｔ 模型方程

简化式拟合观察数据：

ｌｎ Ｐ（ ｔ）
１ － Ｐ（ ｔ） ＝ ａ（ ｔ） ＋ ｂ１ｘ１ ＋ ｂ２ｘ２（ ｔ）

　 　 其中， ｘ１ 代表一般自变量， ｘ２ （ ｔ） 代表动态自变量， ａ （ ｔ） 是截距， 只要模型中还有代表不同

·３２·

①

②

③

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现阶段主要由两个子数据库组成， 即中国辽宁多代人口数据库 （ Ｃｈｉｎａ Ｍｕｌｔｉ⁃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与中国双城多代人口数据库。 中国辽宁多代人口数据库及用户指南现已经通过美国密歇根大学 ＩＣＰＳＲ 数据中心向世界
免费开放， 相关材料的中文版可在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心网站下载。 中国双城多代人口数据库的用户指南英文版
初稿也可从康文林教授的个人主页上进行查阅。
文中图 １ － 图 ４ 使用数据库全部观测记录、 根据限制条件由 Ｓｔａｔａ 命令运行生成， 图 ５ － 图 ８ 是使用数据库全部观测记录， 根据限
制条件运行 Ｓｔａｔａ 命令后取得中间数据， 最后由 Ｅｘｃｅｌ 程序制作完成。
因所使用数据库中的婚姻状态只包含初婚、 再婚、 丧偶和未婚四种状态， 故未能包含离婚这一婚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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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虚拟变量， 它便会随时期变化。 这样， 我们就可以应用常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进行系数估计和检验，
解释各自变量对事件的影响［１１］。 在其他解释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模型估计的解释变量系数指的

是该变量变动一个单位 （ｕｎｉｔ） 时机会比率 （ ｌｏｇ⁃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的变化。
数据库中的变量 ａｔ＿ ｒｉｓｋ＿ ｄｉｅ 和 ｎｅｘｔ＿ ｄｉｅ 是使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的基础条件。 本次研究中

被解释变量是 ｎｅｘｔ＿ ｄｉｅ， 即下一个记录的登记状况， １ 代表死亡， ０ 代表没有死亡。 主要解释变量包括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０ 代表初婚， １ 代表未婚， ２ 代表丧偶， ３ 代表再婚①）， ｎｅｘｔ＿ ｍａｒｒｙ （下一记录是否结

婚， ０ 代表没有结婚， １ 代表结婚） 和 ｎｅｘｔ＿ ｗｉｄｏｗ② （下一记录是否丧偶， ０ 代表没有丧偶， １ 代表丧

偶）。 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 ｓｅｘ （性别， ０ 代表女性， １ 代表男性）， ａｇｅ＿ ｉｎ＿ ｓｕｉ （年龄） 和 ｙｅａｒ
（年份）。

三、 结果

１􀆰 婚姻与死亡风险的基本关系

（１） 不同年龄的婚姻状态。 不同年龄男性的婚姻状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①未婚比例在 １６ 岁以

后迅速下降， 到 ３０ 岁之前， 超过 ８０％的男性已经摆脱了未婚状态； ②１６ 岁以后， 男性初婚的比例逐

渐增加， 到 ３０ 岁之前达到高峰， 超过 ７５％的男性处在初婚状态； ③２０ 岁之后， 男性丧偶比例开始缓

慢增加， ５０ 岁之后， 男性丧偶比例迅速提高； ④在 ４０ － ５０ 岁时， 男性的再婚比例达到最大 （见
图 １）。 不同年龄女性的婚姻状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未婚比例很低； 二是大约在 １４ － ２５ 岁之

间， 女性初婚比例迅速提高， 与男性相比女性初婚比例提高的时间更集中， 提高的幅度更大， 这一方

面和适婚女性数量相对较少有密切联系， 另一方面也与女性法定初婚年龄要较男性早 ２ 年③有关； 三

是与男性丧偶比例随年龄增加而缓慢增加不同， 从 ３５ 岁开始， 女性丧偶比例快速提高， 到 ７０ 岁时，
她们的丧偶比例达到 ７０％ （见图 ２）。

图 １　 分年龄的婚姻状态构成 （男性）
说明： 图中数据是截取 １８７１ － １９０８ 年数据计算生成， 数据

库包含 １８６６ － １９１３ 年信息。

图 ２　 分年龄的婚姻状态构成 （女性）
说明： 图中数据是截取 １８７１ － １９０８ 年数据计算生成， 数据

库包含 １８６６ － １９１３ 年信息。

　 　 （２） 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 图 ３ 和图 ４ 分别显示了男性和女性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
可以发现，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未婚、 丧偶和再婚的死亡风险总体上都要高于初婚， 初婚和再婚的死

亡风险都要低于未婚和丧偶。 ３０ 岁以后， 与初婚相比， 未婚的死亡风险较高， 尤其是女性未婚的死

　 　 　 　

·４２·

①
②
③

婚姻状态中的 “初婚” 代表 “初婚有配偶”， “再婚” 代表 “再婚有配偶”， 以下行文均遵循此例。
原始数据库中并不存在变量 ｎｅｘｔ＿ ｗｉｄｏｗ， 该变量由笔者根据培训教程自行生成。
清代法律规定， 男性法定结婚年龄为 １６ 岁而女性为 １４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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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分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 （男性）

亡风险明显高于初婚。 而 ３０ 岁之前， 未婚的死亡

风险与初婚相比的规律性不明显。 女性在 ３０ 岁之

前未婚的死亡风险要低于初婚， 这与她们尚未出

嫁、 居住在娘家并受到较好家庭保护有密切关系。
６０ 岁之后， 未婚男性的死亡风险开始低于其他婚

姻状态男性， 这可能和这个年龄段的未婚男性属

于历经残酷淘汰之后所剩下的最适应独身生活的

一类人群有关， 与该年龄段初婚、 丧偶和再婚的

男性相比， 他们的生命力更强。

图 ４　 分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 （女性）

　 　 　 说明： 由于户籍册没有登记出嫁的女性， 因此未婚女性

的死亡记录不完整， 另外， 女性终身不婚的比例非常小， 因

此大龄未婚女性的死亡记录也非常少。

２􀆰 婚姻状态、 婚姻行为和婚姻状态持续时间

对死亡风险的影响

表 １　 不同婚姻状态死亡风险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男性 女性

婚姻状态 （参照组： 初婚）
未婚 ０􀆰 ３３５１∗∗∗ （０􀆰 ０８３９） ０􀆰 ５８７２∗∗ （０􀆰 ２１７３）
丧偶 ０􀆰 ２４０１∗∗ （０􀆰 ０８９１） － ０􀆰 ０２０５ （０􀆰 ０９５８）
再婚 － ０􀆰 ０２４２ （０􀆰 １３０６） － ０􀆰 ２８８７ （０􀆰 ２４３８）

年龄 ０􀆰 ０６３２∗∗∗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４８４∗∗∗ （０􀆰 ００２８）
年份 －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２７） －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３１）
截距 ７􀆰 ２６５３７ （５􀆰 １２６８） － ４􀆰 ８３５７ （５􀆰 ８９６１）
观测量 ４０３８４ ３３６１９
伪 Ｒ 方 ０􀆰 １３９６ ０􀆰 ０６８２

　 　 注：∗∗∗ｐ ＜ ０􀆰 ００１，∗∗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括号内为标准误， 以下表格皆同。

（１） 婚姻状态对死亡风险的影响。 表 １ 的主

要解释变量都是婚姻状态， 它包含初婚、 未婚、
丧偶和再婚四组， 其中以初婚为参照组， 年龄和

年份作为控制变量。 两个模型结果说明： ①对男

性而言， 与初婚相比， 未婚、 丧偶的死亡机会比

率要分别增加 ３３􀆰 ５１％ 和 ２４􀆰 ０１％ ， 不在婚状态

的死亡风险要明显高于在婚状态； ②对女性而

言， 与初婚相比， 未婚的死亡机会比率要增加

５８􀆰 ７％ ， 未婚的死亡风险要明显高于初婚； ③两

个模型的估计结果验证了婚姻对个体健康具有保

护机制： 与在婚人口相比、 不在婚人口的死亡风险更大。
（２） 婚姻行为对于死亡风险的影响。 表 ２ 和表 ３ 展现了结婚和丧偶对于死亡风险的影响。 表 ２

的两个模型结果表明， 对男性而言， 与户籍册下一年的登记记录没有结婚行为发生的情况相比，
户籍册下一年的登记记录发生了结婚行为的登记者其死亡机会比率下降了 ６６􀆰 ５％ ， 即结婚减小了

男性的死亡风险。
表 ３ 的两个模型分别估计了丧偶对于男性和女性死亡风险的影响。 结果说明， 对于男性而言， 与

户籍册下一年的登记记录没有发生丧偶情况相比， 如果户籍册下一年的登记记录发生了丧偶情况， 他

们的死亡机会比率要提高 ２１􀆰 ０％ ， 即丧偶显著提高了男性的死亡风险。 不过， 模型并没有证明丧偶

显著提高了女性的死亡风险。
（３） 婚姻状态持续时间对于死亡风

险的影响。 婚姻的保护机制还体现在婚

姻状态持续时间对于死亡风险的影响

上。 图 ５ 表明， 随着初婚持续时间的增

加， 男性和女性的死亡风险都呈逐步降

低的趋势， 这证明了婚姻对于健康的保

护作用。 可以发现， 在初婚的前 １５ 年，
初婚对于男性的保护作用要大于女性，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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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结婚对死亡风险影响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男性 女性

婚姻行为 （参照组： 无结婚发生）
结婚 －０􀆰 ６６５２∗ （０􀆰 ２８５７） ０∗ ｏｍｉｔｔｅｄ

年龄 ０􀆰 ０６１８∗∗∗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４５９∗∗∗ （０􀆰 ００２４）
年份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３１）
截距 ７􀆰 ７１９６ （５􀆰 ０４５１） － ４􀆰 ２２９ （５􀆰 ８４９８２）
观测量 ４０３８４ ３３１１７
伪 Ｒ 方 ０􀆰 １３８２ ０􀆰 ０６５０

　 　 　 　 注： 原始数据库中的女性在下一年登记为出嫁的记录， 因为出嫁女性离开
　 数据库而没有登记死亡状况。

表 ３　 丧偶对死亡风险影响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男性 女性

婚姻行为 （参照组： 无丧偶发生）
丧偶 ０􀆰 ２１０１∗ （０􀆰 ０８９５） －０􀆰 ０４２７ （０􀆰 ０９７２）

年龄 ０􀆰 ０６２０∗∗∗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４７０∗∗∗ （０􀆰 ００２８）
年份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３３）
截距 ６􀆰 ５４３１ （５􀆰 ２０７４） －９􀆰 ４８６７ （６􀆰 ２５６３）
观测量 ３８３１１ ３０７４０
伪 Ｒ 方 ０􀆰 １３９４ ０􀆰 ０６５８

初婚持续时间超过 １５ 年之后， 初婚

对于女性的保护作用要大于男性。
另外， 女性初婚后两年内的死亡风

险要低于男性， 两年后迅速升高，
这一情况与女性婚后开始面临生育

的高死亡风险有一定关联。 初婚持

续时间超过 １５ 年后， 女性死亡风险

低于男性， 这与较高年龄女性死亡

风险通常低于男性这一规律有一定

关联， 它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婚姻单

独作用的结果。
图 ６ 表明， 随着未婚持续时间

的增加， 死亡风险先是在两三年内

短暂快速升高， 然后是在 ５ 年后快

速降低， 最后是在 １０ 年之后保持稳

定。 未婚对于人们健康的威胁会随着未婚持续时间的增加而逐步减小。 在未婚持续时间小于 ７ 年

时①， 女性的死亡风险要显著高于男性， 而在未婚持续时间超过７ 年之后， 女性死亡风险要低于男性。
图 ７ 表明， 丧偶也会影响到死亡风险。 通常来说， 丧偶初期会提高死亡风险， 随着丧偶持续时间的增

加， 死亡风险会逐步降低。 不过， 图 ７ 并没有完全验证这个规律， 只有女性丧偶持续时间与死亡风险

之间的关系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而男性在丧偶时间超过３５ 年后， 死亡风险有显著的增加。 从性别

对比来看， 丧偶初期 （５ 年之内）， 女性的死亡风险要高于男性， 而丧偶的中后期 （６ 年及以后） 男

性死亡风险通常要高于女性， 这也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 婚姻对男性的保护作用更明显。 图 ８ 表明，
再婚对于男女两性死亡风险存在不同影响。 再婚初期 （２ 年内） 和后期 （１５ 年之后）， 男性死亡风险

要高于女性， 再婚中期 （２ － １５ 年） 男性死亡风险要低于女性。

图 ５　 初婚持续时间与死亡风险 图 ６　 未婚持续时间与死亡风险

表 ４ 是不同婚姻状态持续时间与死亡风险关系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 其中， 模型 １ 只包含了不

同婚姻状态的持续时间 （年数）， 模型 ２ 则增加了不同婚姻状态持续时间 （年数） 的平方项 （年数的

平方）。 模型 １ 表明， 未婚持续年数、 初婚持续年数和再婚持续年数与死亡风险之间存在负向关系，

·６２·
① 根据清代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法律规定， 本研究将未婚持续时间的起始年龄设定为 １４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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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丧偶持续时间与死亡风险 图 ８　 再婚持续时间与死亡风险

丧偶持续年数与死亡风险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模型 ２ 表明， 不同婚姻状态持续时间与死亡风险之间都

不是线性关系， 未婚持续年数、 初婚持续年数和再婚持续年数与死亡风险之间的系数仍为负， 丧偶持

续年数与死亡风险之间的系数仍为正， 但是未婚持续年数平方、 初婚持续年数平方和再婚持续年数的

平方与死亡风险之间的系数均为正， 丧偶持续年数的平方与死亡风险之间的系数为负， 这表明， 随着

持续时间的增加， 未婚、 初婚和再婚与死亡风险的关系呈 “Ｕ” 型， 丧偶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呈倒

“Ｕ” 型。

表 ４　 婚姻状态持续时间与死亡风险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未婚持续年数 － ０􀆰 ０３１８∗∗∗ （０􀆰 ０００８） － ０􀆰 ０６５４∗∗∗ （０􀆰 ００２１）
未婚持续年数＾２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初婚持续年数 － ０􀆰 １１３４∗∗∗ （０􀆰 ００１３） － ０􀆰 ２６６８∗∗∗ （０􀆰 ００２３）
初婚持续年数＾２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０１）
丧偶持续年数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４１６∗∗∗ （０􀆰 ００３５）
丧偶持续年数＾２ －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２）
再婚持续年数 － ０􀆰 ０５２４∗∗∗ （０􀆰 ００２３） － ０􀆰 １０１６∗∗∗ （０􀆰 ００６１）
再婚持续年数＾２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０３）
性别 （参照组： 女） ０􀆰 ３２９８∗∗∗ （０􀆰 ０１３４） ０􀆰 ５０２７∗∗∗ （０􀆰 ０１３８）
年龄 －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００２） －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００２）
常数项 －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０５）
观测量 ７３２５７９ ７３２５７９
伪 Ｒ 方 ０􀆰 ４３４７ ０􀆰 ４５００

　 　 不同婚姻状态与死亡风险的关系随着持续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这验证了婚姻保护机制的时间效

应， 即负面婚姻状态 （丧偶） 对死亡风险的影响随着持续时间的增加先升后降， 正面婚姻状态 （初
婚和再婚） 对死亡风险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增加先降后升。 随着婚姻状态持续时间的增加， 负向婚姻

状态对死亡风险的负向影响和正向婚姻状态对死亡风险的正向影响都在减弱或稀释。
３􀆰 家庭和社会因素对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的影响

婚姻与死亡风险的关系通常还受到家庭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更大和更复杂的家庭群体应该有着更

广泛的资源基础， 其死亡率应该更低［１２］。 表 ５ 的两个模型结果表明， 家庭规模与死亡风险之间为显

著负向关系。 在控制家庭规模后， 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见表 １、 表 ５），
男性未婚、 丧偶的死亡机会比率要显著高于初婚， 女性未婚的死亡机会比率也明显高于初婚。

晚清双城的旗人分为三类： 京旗、 屯丁和浮丁， 其中， 京旗是本身或祖先来自北京的旗人， 屯丁

是政府从双城周边 （包括黑龙江、 吉林和辽宁等地区） 招募来为京旗提供生产生活帮助的旗人， 浮

丁则类似于流动人口。 因此， 京旗、 屯丁和浮丁三类人口的来源、 背景和地位是存在差别的， 总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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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家庭规模对婚姻和死亡风险关系影响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男性 女性

婚姻状态 （参照组： 初婚）
未婚 ０􀆰 ２３７１∗∗ （０􀆰 ０８４４） ０􀆰 ５４０９∗ （０􀆰 ２１７７）
丧偶 ０􀆰 ２１９７∗ （０􀆰 ０８８９） － ０􀆰 ０４５８ （０􀆰 ０９５９）
再婚 － ０􀆰 ０３０４ （０􀆰 １３０８） － ０􀆰 ２７６６ （０􀆰 ２４４１）

家庭规模 －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０３２） －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０３８）
年龄 ０􀆰 ０６１４∗∗∗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４８１∗∗∗ （０􀆰 ００２８）
年份 －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３３）
截距 － ０􀆰 ９８１８ （５􀆰 ２５４７） － １０􀆰 １５０７ （６􀆰 １５０２）
观测量 ４０３８４ ３３６１９
伪 Ｒ 方 ０􀆰 １４７８ ０􀆰 ０７１７

说， 京旗最高， 屯丁次之， 浮丁最低。 那么， 作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口群体， 京旗、 屯丁和浮丁的婚

姻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如何， 是否存在差别？
由于笔者在数据库中所找到的人口身份标识变量只含有屯丁和浮丁， 因此， 本文只对这两类人群

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 以初婚为参照组， ①女性屯丁未婚的死亡机会比率提高了 ５９􀆰 ４％ ， 而女性浮

丁则提高了 ２１３􀆰 ５％ ； ②女性浮丁丧偶提高了 ６３􀆰 ６％的死亡机会比率； ③男性屯丁未婚的死亡机会比

率提高了 ２６􀆰 ０％ ， 而男性浮丁则降低了 ２２􀆰 ３％ ； ④男性屯丁丧偶提高了 ２２􀆰 ８％的死亡机会比率， 而

男性浮丁丧偶则提高了 ３６􀆰 ６％的死亡机会比率 （见表 ６）。

表 ６　 不同婚姻状态死亡风险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屯丁） 模型 ２ （浮丁）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婚姻状态 （参照组： 初婚）
未婚 ０􀆰 ５９４１∗∗ ０􀆰 ２６０１∗∗ ２􀆰 １３４９∗∗∗ － ０􀆰 ２２３１∗∗

丧偶 － ０􀆰 ０１９３ ０􀆰 ２２７９∗∗ ０􀆰 ６３６１∗∗∗ ０􀆰 ３６５９∗∗∗

再婚 － ０􀆰 ２７７６ ０􀆰 ０２４３ ０􀆰 ８０１４ ０􀆰 ９１５５∗∗

年龄 ０􀆰 ０４７１∗∗∗ ０􀆰 ０６４２∗∗∗ ０􀆰 ０８２０∗∗∗ ０􀆰 ０８４１∗∗∗

年份 ０􀆰 ００３８ － ０􀆰 ００３７ － ０􀆰 ０１７５∗∗∗ － ０􀆰 ０２６５∗∗∗

截距 － １３􀆰 ３０９０∗ ０􀆰 ４７０７ ２５􀆰 ０２９４∗∗∗ ４１􀆰 ９１１４∗∗∗

观测量 ３８４６７ ４６５１５ ２０９３８ ４２０１８
伪 Ｒ 方 ０􀆰 ０６３３ ０􀆰 １４３０ ０􀆰 １８７６ ０􀆰 ２０８３

　 　 笔者认为， 家庭因素是使浮丁的婚姻保护作用弱于屯丁的重要原因。 浮丁没有家庭或所处家庭规

模较小， 而屯丁可能更多地处于大家庭之中， 未婚屯丁所受到的家庭保护要高于浮丁， 因而婚姻的保

护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如何解释男性浮丁未婚的死亡风险比率低于初婚？ 笔者认为， 处于流动之中的

未婚浮丁可能更加年轻和更加富有生命力， 与拖家带口的已婚男性浮丁相比， 他们可能承担更少的家

庭责任， 在当时当地的生活压力之下， 他们更可能确保自身的生存。

四、 结论和讨论

本文对清代中后期东北地区双城旗人的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的研究说明： ①婚姻状态对死亡风险

有显著影响， 未婚、 丧偶和再婚等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要明显高于初婚状态； ②婚姻行为对死亡风险

也存在重要影响， 结婚降低死亡风险， 丧偶提高死亡风险； ③婚姻的保护机制具有时期效应， 正向婚

姻行为 （结婚和再婚） 对于健康的保护效应随着正向婚姻状态持续时间的增长而不断增强， 负向婚

姻行为 （未婚和丧偶） 对于健康的负面效应会随着负向婚姻状态持续时间的推移逐渐稀释； ④婚姻

与死亡风险的关系深受家庭规模和社会阶层状况的影响， 家庭规模越大， 被统计者死亡风险相对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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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不同社会阶层 （不同的旗人身份： 屯丁和浮丁） 也有不同的死亡风险。 研究结论一方面再次证

实了婚姻对个体健康的保护机制，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家庭规模和社会分层对于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的

重要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时代大变革的滚滚洪流中， 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 性别失衡引起

的婚姻市场挤压、 “剩男” 与 “剩女” 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离婚率升高问题逐渐突出。 婚姻

通过作用于个体健康状况从而影响着全体适婚人口的健康水平， 为此， 研究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户籍册的历史数据库， 比较系统地描述和分析了晚清东北双城旗人的婚姻与

死亡风险关系， 验证了婚姻保护机制假说和婚姻保护机制的时期效应假说。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 对

数据背后的社会历史信息掌握有限， 对该群体特殊性的分析深度还很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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